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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2_80_9C_

E6_B3_95_E5_AE_98_E5_c122_484780.htm 编辑按： 在司法资

源稀缺的中国实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为许多法官索诟病，本

网特遴选夏敏法官的两篇评论，以飨读者。本网今后对改问

题仍将继续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法院立案审判工作座谈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今后各级人民法院要大力推行法官判

后答疑制度，即案件宣判后，当事人对裁判有异议、疑问来

访的，由原承办法官对裁判有关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

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的，由

原承办法官与立案法官共同进行接访。推行者在考察了一些

地方法院的相关实践后认为，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增强了审判

法官对涉诉信访的预防意识，提高了初访的接谈息诉率，为

立案法官接待当事人的续访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司法公

信力，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从源头上治理涉诉

信访的有效方法。 每有一项新的举措，我们都习惯首先肯定

它的显在价值。但如果这项举措间接带来的伤害触及了事物

的根本，我们就不得不保持警惕。因为伤及根本的弊害可能

会在你收获之前就让那些看起来很美的果实在很短时间内萎

缩甚至腐烂，这样所谓主流价值其实也就被颠覆了。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法官判后答疑制度都存在或潜在着哪些弊害。 

弊害一：法官角色的错位。法官的角色是裁判者，裁判者安

身立命之本在于保持中立性。然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客观上

却会打破这种中立性。我们可以将法庭格局看着是为法官中

立建构的一个等腰三角形支架，而平等对待的诉讼程序则构



成了从法官到两造当事人的两个等边，法官只要严格按照法

律程序以及相关法律规则去审理，法官的中立性就会因这种

等腰三角关系的牢固而得以维护，司法公正的基础平台也由

此而得以搭建。让法官判后再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答疑，等

于让法官超越诉讼程序延伸两个等边，问题是当法官在做这

种延伸的时候已经脱离了法定程序，他不再是裁判者，而成

为了说服者。裁判者被视为站在事实和法律的立场上，而说

服者却极易会被视为站在说服对象的对立一方立场上，从而

使维护法官到两造当事人的等腰关系失衡，使裁判的中立性

因角色的转换而显得可疑。 弊害二：法官负荷的加重。笔者

初闻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的第一反应便是怀疑这项制度的策划

者是否真的以为一线审判法官们都很闲。目前许多法院都实

行立案排期开庭，一线法官某种程度上就象流水线上的操作

工，尤其是基层的一线审判法官，连续的开庭、阅卷、撰写

裁判文书、填写各种格式文本和表格常常已压得他们喘不过

气，再加上各种审判事务性工作、完成调研写作任务、参与

各项专项活动，法官还有多少时间能用来答疑？而且，既然

当事人连在法庭上那样充分表达的情况下都不服，又如何指

望在庭外让当事人归顺法律的意志。现实中，多数不服者来

法院也只是重复其不满情绪，而法官要考虑不能激化矛盾，

成为损害和谐的“冤大头”，就只得花费大量时间去耐心听

、耐心讲，去努力让当事人心平气和，安安稳稳地离开法院

。这样的当事人随时都可能来，一来承办法官就得去答疑，

法官还有时间、有精力，还能定下心来办手上的案子吗？ 弊

害三：司法权威的迷失。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杰勒德?布伦南

爵士曾指出：“法官不适合为自己的判决宣传或辩解。”法



官判后答疑实际上就是让法官去对自己所裁判的案件向当事

人进行法律方面的宣传和裁判理由的辩解。司法为何要在法

官那里表现得如此不自信呢？不是说法律是最权威的吗？难

道这种权威还得用法官的温情来维护？最终究竟是法律通过

司法让当事人服从，还是必须从法官的庭外答疑中才能找到

法律被执行的理由？司法的强制性难道只有让法官有言在先

后才能正当也才能去体现？法官判后答疑制度设计背后思维

的单向度和逻辑的简单化令人难以承认它是一项好的制度。

司法权威只能来自于公正的执法（程序法和实体法），法官

程序外的口若悬河、道德说教都无法超越生效裁判文书自身

内含的法律力量。法官在一个案件上的自信从其庭审到作出

裁判就终结了，此后法官需要的只是缄默。 弊害四：诉讼制

度的尴尬。诉讼制度是依靠一整套程序和规则来建立和维护

的，司法通过这种形式上的正义来防止法官个人的专横，以

确保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当事人把纠纷诉至法院来解决，表

明其同意并愿意遵守诉讼制度内的程序和规则，司法也正是

在普遍意义上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承认才具有了符合法律目的

的价值。如果在诉讼程序和规则外还要求法官去向当事人解

释案件审判的理由，等于表明诉讼程序和规则尚不能充分说

明审判结果的公正性，这样无疑贬低了诉讼程序和规则本身

的价值。而且，裁判后是否上诉，应该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根

据自己对情势的判断来决定，法官如此苦口婆心，难免从心

理上影响当事人上诉的决心，这样的影响是正当的吗？如果

案件上诉或申诉再审后真得证明一审或原审确有误认错判，

当初一审或原审法官的那些判后答疑是否会显得很滑稽？ 综

上所述，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实际是以政策思考代替了法律思



考，具有政治上的冲动性，却无制度上的逻辑性，不利于引

导公众养成正确的诉讼观，也不利用司法权威的树立。改革

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项新举措呈现了我们所期望的直接

效果时，我们也极易忽略或者不愿过多去考虑它所带来的那

些间接弊害，我们不愿让那些思考起来不愉快的东西冲淡甚

至抹杀了我们已有的成就感。所以尽管我们的每一项改革举

措听上去都多么多么有成效，但时间尚未老去，许多伴随着

奇思妙想而新生的改革举措却象流星划过天赖，短促的闪亮

之后便归入了沉寂。然而，面对法治口号下法律信仰的欠缺

，面对法制大旗下司法权威的降低，面对法律专门化努力中

法律人自信的渐失，面对和谐社会要求下民众对司法公正流

露的不信任和焦虑，我们究竟还有多少资本供我们“试验”

？所以，当我们出台一项新举措时，就不能只捡好听的说，

还应当充分关注它所带来的种种弊害。只有充分考虑了弊害

再去实施的举措才能说是理性的举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